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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佔據的。餘下的非國有企業

中，也有許多是國家參股的股份制

企業。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中國

的國家資本是一種跟其他投資海外

的跨國私人資本不同的資本嗎？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

教授李靜君在其新著《全球中國的

幽靈：非洲的政治、勞工和外國 

投資》（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

ment in Africa，引用只註頁碼）中

嘗試回答這個疑問。從篇章結構上

看，在第一章提出問題、概述主要

論點後，第二、三、四章分別對

「積累邏輯」、「生產政體」、「管理

氣質」三個面向進行深入分析，第

五章介紹贊比亞勞工運動與資本抗

爭、互動的歷史與現狀，第六章對

全書內容加以提煉和討論，闡述了

投資非洲的中國國家資本與大多數

跨國私人資本的不同之處。2009至 

2014年間，李靜君多次前往贊比

亞，對銅礦業、建築業的多家企業

進行了深入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並

訪談了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工人以

中國國家資本有何獨特之處？
——評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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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

迅速擴大。在中國對外非金融直接

投資的存量中，超過一半是由國有

李靜君對「積累邏輯」、	

「生產政體」、「管理

氣質」這三個面向進

行深入分析，闡述了

投資非洲的中國國家

資本與大多數跨國私

人資本的不同之處，

充分揭示了「資本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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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及贊比亞政府官員。儘管本書對

「國家」的性質和作用有所浪漫化，

但還是做出了不俗的理論貢獻，充

分揭示了「資本多樣性」：不同資本

的行為、決策因不同的積累邏輯、

社會壓力而有所不同，其關鍵在

於，不同類型的資本帶來了不同的

社會鬥爭的空間。

一    積累邏輯：多重目標／ 
短期逐利？  　　

學者王碧珺曾搜集1,500多個

中國海外投資項目的最終投資行 

業信息，發現主要是採礦業和製造

業1；再考慮到中國承包海外工程

的巨大規模，可以認為採礦業、製

造業、建築業是中國資本對外輸

出、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輸出的主

要行業。在此背景下，李靜君將運

轉於贊比亞銅礦業、建築業的跨國

私人資本與中國國家資本進行比

較，試圖挖掘出後者的特殊性。

不同種類的資本有着不同的特

性，其首要方面就在於不同的積累

邏輯。李靜君發現，相對於跨國私

人資本，中國國家資本對贊比亞當

局做出了更多妥協。中國國企在對

外投資時，除了獲取貨幣利潤之

外，還承載着國家戰略——獲取

自然資源與擴大中國在非洲的政

治、外交影響力。對這些戰略的承

載，使得中國國家資本更容易對來

自贊比亞國家與社會的壓力作出

「即興」的反應，包括參與談判乃至

讓步（頁31-32）。

投資贊比亞銅礦的中色非洲礦

業有限公司（NFCA）自稱「中國海

外資源開發的前線部隊」（頁33），

因為中國對銅礦資源的需求量不斷

增大，其自身儲備卻很少。而爭取

非洲國家在國際議題中親近中國，

並使其遠離台灣當局的影響，也是

中國國家資本的重要議程；國家政

權的政治戰略在這些資本的決策 

部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國家

資本並非不追求利潤，它和其他資

本一樣也謀求盈利，只是並不像許

多跨國私人資本那樣純粹追求利潤

的最大化，或者說，它所試圖最大

化的是一種「多維度的利潤」。如李

靜君所述，中國國家資本遵循的是

一種「涵蓋性積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的邏輯，除了貨幣回

報的維度之外，還包含着政治影響

和產品資源等維度。更嚴謹地說，

對中國國家資本而言，這些非貨幣

回報的維度更加突出（頁37）。

這一點在銅礦業表現得十分顯

著。首先，在2008年經濟危機時， 

銅價跌到生產成本以下，作為跨 

國私人資本的KCM（印度資本）、
MCM（瑞士資本，但有許多南非、 

秘魯管理者）等銅礦公司紛紛宣布

縮小生產、大規模裁員，而NFCA

則宣布不裁員、不減產、不減薪，

因為它着眼於銅礦資源的長期供給

穩定以及與贊比亞政府維持良好政

治關係，寧願承受短期虧損（頁40-

42）。其次，不同資本對贊比亞政

府推行「意外利潤稅」的反應也體

現出這種區別。當銅價漲到最高點

時，贊比亞政府在民間與反對派的

強大壓力下，加收「意外利潤稅」；

KCM、MCM等對此強烈反對，而
CNMC（NFCA的母公司中國有色

礦業集團）的高管則表示支持（頁

42-43）。再者，中國國家資本積極

承擔了贊比亞礦區的多功能經濟特

區的建設工作，這個經濟特區是贊

比亞試圖提高銅礦產業附加值的發

中國國家資本並不像

許多跨國私人資本那

樣純粹追求利潤的最

大化，它所試圖最大

化的是一種「多維度

的利潤」，遵循的是

一種「涵蓋性積累」的	

邏輯，除了貨幣回報

的維度之外，還包含

着政治影響和產品資

源等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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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獨特之處	
展戰略的核心。KCM、MCM等跨

國私人資本並不支持該項目，因為

無利可圖，CNMC的高管也承認這

一點。而因為中國政府只提供40%

的補貼，它們不得不承擔巨大的經

濟壓力，但為了提高中國公司對贊

比亞政府的影響力，這項任務必須

完成（頁43-47）。

從這三個事例中，我們不難看

出，贊比亞政府在銅礦產業與外國

資本的博弈中表現出一定的主動

性。正因為中國國家資本承載着獲

取自然資源與擴大政治、外交影響

力的使命，因此比跨國私人資本更

加適應贊比亞當局的要求；也就是

說，中國國家資本的涵蓋性積累邏

輯給予贊比亞當局更多發揮主動性

的機會。

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贊比亞

需要有相應的精英意志和國家戰

略，才具有利用中國國家資本的先

決條件。在這一點上，建築業和銅

礦業形成鮮明反差。銅礦業是贊比

亞政府和社會各界眼中最具有戰略

意義的行業，所以政府有動力在銅

礦業更積極地與外資博弈。而建築

業在當地幾乎沒有政治敏感性，政

府也就沒有動力與中國國家資本 

進行協商。相反，贊比亞政治精英

為了短期政治利益，從中國獲取大

量貸款作為建設資金，加重了債務

負擔（頁47）。

贊比亞政治精英之所以熱衷於

中國貸款，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可以

快速而充分地滿足政府的資金需

要。對於贊比亞政府的基建項目，

世界銀行認為其回報率較低，還要

求政府進行某種改革（比如加強對

艾滋病的防治），導致貸款數額有

限、進展緩慢，而中國進出口銀行

的貸款則不會有這些限制。但李靜

君認為，這種速度優勢潛藏着風

險，因為經常會出現以下情況：中

國建築商主動接觸贊比亞政府，要

求進行某項建設，同時跟中國進出

口銀行商定好貸款數額。在此情況

下，贊比亞政府只能接受單一的投

標出價。儘管中國貸款本身是「優

惠貸款」，但考慮到定向招標所導

致的建設價格昂貴，其成本實際上

高於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提供的 

貸款。然而，贊比亞政治精英出於

個人政績考慮，依然積極推動這些

貸款基建項目落地，其中一些還被

技術官員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政治

項目」，比如全長170公里、由中國

企業承建的姆巴拉—納孔德公路

（Mbala-Nakonde Road）。在李靜君看

來，贊比亞國家發展的利益在此受

到損害，因為這種貸款模式對贊比

亞國家財務的可持續性有着直接的

負面影響（頁47-54）。

對於中國來說，這種貸款模式

有助於通過選擇性放貸來增強其在

非洲的政治影響力，為龐大的外匯

儲備提供投資渠道，並為國內各種

過剩產能開闢市場。與此同時，在

非洲的中國建築公司也獲得了比在

祖國高得多的回報率。可見，中國

國家資本的涵蓋性積累邏輯在建築

業仍然適用，但這並未被贊比亞當

局有效利用於某種長期發展戰略。

二　生產政體：穩定剝削／ 
靈活排斥？ 　　

李靜君在書中指出，生產政體

（production regimes）是反映不同資

本特性的第二個面向，我們需要比

較不同資本的生產過程，進而比較

其中的勞資關係（頁12）。在贊比

儘管中國對贊比亞的

貸款是「優惠貸款」，

但考慮到定向招標所

導致的建設價格昂

貴，其成本實際上高

於世界銀行等國際機

構提供的貸款。在李

靜君看來，贊比亞國

家發展的利益在此受

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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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亞，不論是銅礦業還是建築業，不

論是中國國家資本還是跨國私人資

本，都同樣在普遍地使用臨時工、

外包工。不過在具體用工形式上，

中國國家資本與跨國私人資本存在

顯著區別。在銅礦業，NFCA只與

一家分包商合作，而KCM、MCM

則使用了大量分包商。之所以會有

這樣的區別，是因為NFCA在生產

過程中強調產量穩定，過多分包商

會導致管理困難與更多的不確定

性。KCM、MCM使用許多分包商

則是源於追逐短期貨幣利潤：KCM 

試圖利用分包商的競爭來壓低成

本，MCM則因為資本短缺而想利

用分包商的資金和設備。這兩種不

同的用工形式帶來了不同的勞資關

係：中國國家資本僱傭的贊比亞工

人工資較低但工作穩定，甚至給予

工人「永久僱傭」的保障；跨國私人 

資本僱傭的正式工人工資較高，但

分包工人則要承受靈活用工造成的

同工不同酬，乃至隨時失業。在李

靜君看來，這兩種生產政體中的勞

資關係分別是對勞動力的「穩定剝

削」（stable exploitation）和「靈活排

斥」（flexible exclusion）（頁74-80）。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國家資本

和贊比亞工人僱傭關係的「穩定」

並非自然存在，「永久僱傭」等權利

是工人通過鬥爭取得的（頁 80-

83）。換言之，中國國家資本並不

比其他資本對勞工更為友好，但因

為其生產過程注重穩定、只使用一

家分包商，這種生產政體使得工人

的分化程度較弱、鬥爭效果更強，

因此為工人抗爭創造了組織條件，

使得工人更有可能通過抗爭來與資

本「討價還價」。為了爭取同工同酬

和簽署永久僱傭合同的權利，

NFCA的贊比亞工人在2011年進行

了兩次罷工，參與者從外包工人蔓

延到正式工人，管理者最終妥協。

在KCM的礦山，外包工人也曾爭

取過同工同酬的權利，但KCM掌

握大量分包商，工人難以形成有效

組織，罷工最終草草收場。

在銅礦工人向中國國家資本爭

取權益的過程中，當地政府偶爾 

的互動支持也顯得十分有效。2011

年，反對黨「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大選取勝，工人趁勢發起了

要求加薪的罷工，新政府也對此作

出了熱切回應。但李靜君發現，建

築業缺乏政治關注度，政治精英對

工人的支持在建築業並不存在，政

府甚至更傾向於幫助資方規訓工

人，同時工人的集體力量也弱得多

（頁83-84）。相比銅礦業，贊比亞

的建築業是一個低工資、高度零散

化的部門。不論是中國資本、外國

資本抑或本地資本，都存在不依法

提供勞動待遇、勞動防護，拖欠工

資，粗暴管理的問題，而且都使用

大量臨時工，這使得工人更難組織

化。在中國國家資本資助並承包的

項目中，當地政府可能更傾向於維

持紀律並提高效率，甚至迫使工人

接受高強度、低待遇的勞動，並且

禁止工人組織工會，乃至直接打壓

工人抗議（頁88-92）。「愛國陣線」

上台後，建築工人的罷工抗議也沒

有引起政府足夠重視，建築工人仍

普遍批評政府監管不力（頁85-86）。

三　管理氣質：集體禁欲 
　　 主義／個人職業主義？

反映不同資本特性的第三個面

向，就是資本派駐贊比亞擔任管理

職位的人員所呈現出的管理氣質。

中國國家資本並不比

其他資本對勞工更為

友好，但因為其生產

過程注重穩定、只使

用一家分包商，這種

生產政體使得工人的

分化程度較弱、鬥爭

效果更強，使得工人

更有可能通過抗爭來

與資本「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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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部管理者的精神特質來看，可

以清晰地區分出中國國家資本的

「集體禁欲主義」與跨國私人資本的

「個人職業主義」（頁93）。中國國家 

資本派駐贊比亞的管理者非常強調

「吃苦」的文化（頁95）。很多中國管 

理者出身貧困，許多人的節儉習慣

一直保持到現在。他們在當地往往

過着集體生活，從而壓低了個人消

費。NFCA安排中國人員集體上班、 

就餐、休息、購物，如果臨時外出

還需要報備，也有員工只能周日在

宿舍偷偷做飯來排遣苦悶。他們與

家庭脫離，許多公司都禁止員工將

配偶長期留在贊比亞（頁99-102）。

與此相反，在KCM等跨國私

人資本的管理者那裏，存在着高度

的個人主義與職業主義，公私界限

分明（頁102-104）。他們會帶家人

一起到贊比亞，子女在當地接受教

育；他們更注重個人生活質量，有

私人住宅、私家車，由妻子、女傭

烹飪飯菜。他們會僱傭當地的家政

工與家教，還會參與當地的宗教、

慈善、志願活動。中國管理者則與

當地社區隔絕，許多偏遠建築工地

裏的中國人員更是很少外出。對跨

國資本的管理者來說，當地生活如

果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比如子女

教育），就會尋求機會到教育資源

更好的國家工作，這在中國管理者

中甚為少見。

中國人員為甚麼能接受「集體

禁欲主義」呢？李靜君認為，從客

觀層面來說，中國國家資本需要更

可控的管理者，其集中化的管理組

織機制發揮了作用（頁94）。從主觀 

層面來說，首先，這些中國管理者

面臨着中產生活的巨大經濟壓力，

所以才會選擇離開家人外出掙錢，

在集體生活中節儉度日（頁106）；

其次，他們對當地社會安全程度、

友好程度的懷疑，使他們寧願封閉

在集中生活區（頁107）；最後，中

國管理者所接受的民族主義意識形

態與「國家發展」的話語，強化、

合理化了這種集體的「吃苦」文化

（頁105-106）。

李靜君強調，中國管理者將

「吃苦」的精神當成一種劃分道德、

民族差異的界限。他們往往會將中

國人與贊比亞人做比較，贊比亞人

的「懶惰」、「不能吃苦」、「只想索

取」被認為是贊比亞文化、道德中

的缺陷，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而中

國人的「努力工作」、「推遲享受」

則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

高的原因。印度等國的管理者也常

會以本國為標準指責贊比亞工人

「懶惰」，但很少會將自身的「勤奮」

視作一種民族美德，而是當作一種

激烈競爭和貧窮的社會環境的產物

（頁95-98）。李靜君也指出，這種

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將「吃

苦」賦予道德性和民族性內涵的話

語，讓中國管理者看不到自己也在

承受資本的剝削，更模糊了中國資

本與贊比亞工人之間的階級剝削關

係（頁122）。

「集體禁欲主義」給中國資本

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是，當地普遍

流傳着中國派囚犯前來工作的謠

言，這甚至成為了政客和主流媒體

口中的「事實」（頁104-105）。諷刺

的是，也有中國管理者抱怨，每天

往返於宿舍與辦公室就像「從小監

獄到大監獄」（頁101）。在此，文

化的反制與適應同時存在：中國管

理者一邊把外界的攻擊理解成西方

媒體對中國的敵視，用「吃苦」精

神合理化中國資本的工作環境，一

邊也感受到與其他外國管理者的 

從資本派駐贊比亞的

管理者的精神特質來

看，可以清晰地區分

出中國國家資本的

「集體禁欲主義」與跨	

國私人資本的「個人

職業主義」。中國管

理者將「吃苦」的精神	

當成一種劃分道德、

民族差異的界限，看

不到自己也在承受資

本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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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待遇；與此同時，中國資本的

管理氣質也在影響着贊比亞社會

（頁118-21）。

四　新問題：「資本多樣 
 性」與全球中國

一項研究對於學術共同體的意

義，首先不在於它提供了怎樣的答

案，而在於它提出了怎樣的問題。

而李靜君在書中提出的核心問

題——「中國國家資本是一種跟跨

國私人資本不同的資本嗎？」（頁3）， 

啟發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全

球資本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高度發達的今天，資本的邏輯似乎

愈來愈趨同，全球經濟似乎愈來愈

被一種單一的資本邏輯所主導。但

本書的核心問題提醒我們，在今天

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並不

是同質的。雖然從根本上說，所有

資本都是為了積累和自我增值，但

不同的資本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

維繫和擴張中扮演的角色並不相

同，體現出不同的積累邏輯、行為

方式、勞資關係。換句話說，全球

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應該被理解為

資本愈來愈同質化的過程，而更應

被看作是行為方式不同的資本之間

不斷相互遭遇、碰撞的過程。其結

果有可能是資本的同質化，但也可

能是競爭的加劇，或者是進一步的

分層和割裂，抑或是積累邏輯發生

新的變異。資本的多樣性和異質性， 

也印證了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的經典論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

「不均勻的」、「混合的」2。

李靜君在書中所提出的「資本

多樣性」概念，也是對近年十分熱

門的「資本主義多樣性」學派的回

應（頁5-6）3。後者的分析往往以

民族國家為單位，探討一個國家內

部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怎樣的特點，

通過跨國比較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

的多樣性。比如說，德國的資本主

義更注重統合和勞資協調，而英美

的資本主義則更放任自由競爭4。

但這種將每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看作

一個獨立系統的分析方式，已經很

難回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高度發達

的現實。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

早已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往往受到

世界其他地區資本力量的深刻影

響。討論「贊比亞資本主義制度具

有怎樣的特點」是一個意義不大的

問題，對贊比亞而言，它所面臨的

關鍵現實恰恰是有各種不同邏輯、

特點的外國資本使「贊比亞資本主

義」這個概念本身難以成立；更有

意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類型，而是

不同資本的類型。這裏的「意義」

指的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意義，更是

實踐的意義；通過區分資本的類

型，可以弄清不同資本所具有的特

性為反制資本提供了怎樣的空間，

從而促進勞動者採取相應的策略，

發動爭取權益的鬥爭。

在「資本多樣性」理論的基礎上， 

還可以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我們

應該在某個資本的積累邏輯發展到

甚麼程度時將它區分出來？又該如

何區分表現類似的資本？譬如，同

樣是銅礦業，如今投資於贊比亞的

中國國家資本和殖民時期在贊比亞

興修基建的英美資本有何區別？ 

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 

「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的界 

限也變得更加模糊。當我們探討資

本的多樣性時，應該思考如何應對

分類界限模糊這一可能的挑戰。

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

並不應該被理解為資

本愈來愈同質化的過

程，而更應被看作是

行為方式不同的資本

之間不斷相互遭遇、

碰撞的過程。對贊比

亞而言，更有意義的

不是資本主義的類

型，而是不同資本的

類型。

c174-201811017.indd   154 19年8月1日   下午3:54



	中國國家資本	 155	

	有何獨特之處	
媒體和學界對中國國家資本的

海外投資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大量討

論，但往往流於表面。李靜君的系

統觀察和細緻分析，則真正展示了

中國國家資本在海外的運行邏輯。

她指出，中國國家資本既不像許多

海外媒體所說的那樣，比它的西方

同行表現出更多的「殖民主義」特

徵（頁152-53），也不是如胡鞍鋼、

盧荻等學者所言，其本身具有某種

「進步性」、能夠對抗乃至超越和替

代體系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頁

92）5。資本和資本之間有所不同， 

但並沒有哪種資本比其他資本更加

優越。中國國家資本的確更加注重

生產過程的穩定和可持續性，但這

是因為它要滿足中國對銅礦資源的

大量需求，而不是因為更在乎生態

環境和勞工權益。最重要的區別在

於，中國國家資本所具有的特殊積

累邏輯，使得它在和政府、工人互

動時提供了不同的空間，當地政府

與工人有可能利用這些空間來進行

博弈。換句話說，決定中國國家資

本海外投資帶來怎樣後果的，並不

是資本本身，而是當地政府與工人

能否針對其特殊積累邏輯來採取適

當的策略。

李靜君在本書中所使用的另一

個重要概念是「充滿事變的全球中

國」（eventful global China），這一

概念也為我們思考「中國究竟是甚

麼」、「我們應該怎樣分析中國」提

供了啟發（頁163-66）。隨着中國走

向世界，理解中國勢必需要我們去

捕捉中國在全球的蹤迹。同時，隨

着中國愈來愈深地嵌入全球資本 

主義體系，要理解在中國發生的事

情，必須把握其中蘊含的全球性因

素，比如中國近年的土地改革與全

球糧食市場新一輪資本投機的關聯

（頁166）。總之，「中國」是一個全球 

性的分析對象，不能將分析局限在

中國國界之內。「全球中國」的概念， 

有力地挑戰了至今仍佔主流，將每

個國家、每個社會看作是互相獨立

且封閉的研究對象的「方法論民族

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另一方面，李靜君對「事變」

的強調也挑戰了「結構決定論」

（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觀點。

在對全球資本主義動態的研究中，

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在全球資本主

義體系這一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決

定了中國國家資本以甚麼方式擴張

和流動6。李靜君指出，結構的力

量固然重要，但資本的具體行為方

式並不是完全被結構與經濟形勢變

化所決定，而是同時取決於具體情

境下，帶有偶發性的政治博弈的動

態過程（頁164）。帶有偶發性的政

治博弈進而也可能改變資本所處的

結構位置。中國的崛起與資本輸

出，就是一種受結構制約但又充滿

政治交鋒、結果不確定但又有改變

結構位置的巨大潛力的「事變」。

五　政治合力：對贊比亞
政府的浪漫預設

李靜君指出，中國國家資本在

其三個面向（積累邏輯、生產政體、 

管理氣質）都遭受了贊比亞當地的

挑戰——來自上層的精英意志和

國家戰略，來自下層的罷工、騷亂

和負面輿論。在李靜君看來，正因

為政權意志與社會抗爭在銅礦業形

成合力，才得以更好地迫使中國資

本讓步（頁32）。她認為，贊比亞人 

民若想讓外國資本妥協，單靠自下

而上的抗爭是不夠的，還必須靠自

李靜君使用的一個	

重要概念是「充滿事

變的全球中國」，「中

國」是一個全球性的

分析對象，不能將分

析局限在中國國界之

內。李靜君對「事變」

的強調也挑戰了「結

構決定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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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上而下的國家力量與自下而上的抗

爭運動之間形成政治合力（political 

synergy，頁28、30）。

李靜君對「政治合力」的強調，

很大程度上源於她對當地勞工抗爭

現狀的失望。書中用一整章來討論

贊比亞工人運動的脆弱和撕裂，揭

示罷工、抗議等直接行動所面臨的

巨大困難——儘管這些行動已經

比缺乏與當地緊密聯繫的跨國企業

監察等活動有效得多（頁123-51）。

李靜君着重討論了工人內部的不團

結和不信任問題。1990年代的改

革從制度上摧毀了工會的力量（諷

刺的是，改革由曾經的工會領導人

所推動），生產過程本身的零散化

也使得工會的根基難以穩固。在這

一背景下，普通工人並不信任工會

的力量，他們常常認為工會領導人

收受了資方的賄賂。與此同時，老

一輩工人與新一代工人、正式工與

臨時工之間也存在裂痕。在工會威

信下降、工人被不斷分化的情況

下，雖然工人依然可能發起罷工行

動，但隨着國企的拆分、行業工會

的瓦解，銅礦工人罷工往往只能停

留於企業內部的經濟訴求，不再能

夠造成行業性乃至全國性、政治性

的影響。另一方面，小額貸款的泛

濫和對個體創業的幻想也在瓦解着

工人的階級團結意識。

對於脆弱、撕裂的贊比亞工人

運動，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怎麼

辦」？李靜君的答案是將自下而上力 

量的薄弱視作既定條件，希望自上

而下的國家干預能夠彌補，形成政

治合力。這一思路其實反映了她對

國家權力的過份信任和浪漫預設。

在底層抗爭乏力時，我們只能寄希

望於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意志嗎？

為甚麼必須將「底層抗爭乏力」當做 

無法改變的條件，而不是試圖改變

它？為甚麼不去思考更好的組織動

員策略？正如李靜君自己所揭示的， 

底層抗爭固然脆弱，但政府的「善

意」干預也不長久。在薩塔（Michael  

Sata）的領導下，「愛國陣線」在執

政後的確推行了限制外資的措施，

但這一路線既充滿局限（比如未能

惠及建築工人、未能實質性提高銅

礦工人的組織能力），也隨着2014年 

薩塔的去世和「愛國陣線」的內鬥而 

無法持續（頁184-85）。

有利的國家干預並不會自然地

發生，國家更不會主動去尋求和底

層形成「合力」。對於贊比亞工人來

說，問題在於如何向國家施加壓

力，如何保證那些號稱捍衞工人利

益的政黨在執政之後不變質。若想

長久地影響國家政策、推動政治合

力的出現，根本的動力還是工人自

身的組織、行動能力；工人和底層

民眾唯有不斷壯大自身的階級力

量，通過各種行動來捍衞自身的階

級利益。然而，李靜君恰恰沒有討

論「如何增強工人自身的組織和行

動」這一重要問題。

當李靜君在書中多次使用「贊

比亞利益」或「國家發展」的概念時

（頁 xi i、37、46、47、52、55、
67、123、155、156、159），並沒有 

批判性地反思這些概念本身是否應

被使用。她雖然揭示了工人所訴求

的利益與政府當局所宣揚的「利益」

之間的矛盾（頁124），卻又表現出

對贊比亞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

「國家利益」的肯定（頁47）。這也體 

現了李靜君對國家的浪漫預設和缺

乏批判性。當她提出「贊比亞政府

如何更好地駕馭外國資本來服務贊

比亞利益」這一問題時（頁158），無 

意中進入了一種敍事——「國家發

李靜君將贊比亞工人

自下而上力量的薄弱

視作既定條件，希望

自上而下的國家干預

能夠彌補，形成政治

合力。這一思路其實	

反映了她對國家權力

的過份信任和浪漫	

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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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一個後發民族國家最根本的

利益，是社會各個階層都需要的，

而政府應成為這一根本利益的代 

言人。但縱觀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

史，強調「國家利益」的反殖民主

義敍事，實際上往往給國家政治精

英、民族資產階級提供了追求自身

利益的說辭，而未能真正惠及底層

民眾。因此，當我們看到「國家利

益」、「國家發展」這樣的概念時，

應該追問：這究竟是誰的利益、誰

的發展？當贊比亞政府向外國銅礦

企業徵收「意外利潤稅」被形容為

捍衞「贊比亞利益」時，我們應該

追問：這一政策是不是服務於贊比

亞政治精英和民族資產階級？接受

「贊比亞利益」這一概念的合理性，

實際上說明作者缺乏與贊比亞政治

精英之間的批判性距離。

更理論化地說，當李靜君提 

出贊比亞政府作為「守門員」（gate-

keeper），與工人階級產生政治合

力可以更好地應對外國資本時（頁

151），她實際上忽視了資本主義社

會裏國家邏輯與資本邏輯在根本上

的重疊與同構，而這恰恰是馬克思

主義社會學傳統尤為強調的觀點。

「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7，它

的邏輯是追求無休止的價值增值，

利潤最大化只是一種普遍的手段和

表現，犧牲一部分利潤來換取市場

資源、政治影響也是實現資本長期

積累的重要手段。而對於將資本所

推動的「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基礎

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推動資本長

期可持續的價值增值正是其重中之

重8。因此，當國家權力迫於一些

社會壓力而向資本施加了影響、使

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時，它

或許算得上是抵抗了「特定的資

本」，但這決不意味着它具有了「抵

抗資本」的屬性。國家權力往往仍

然在其他層面上維繫乃至強化着資

本的運動。甚至可以說，在國家試

圖掌控和干預資本時，其最首要的

動機就是保障資本的長期積累，而

資本在國家力量面前所做出的任何

改變和妥協也都服務於這一根本目

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國

家的目標在根本上一致，並對立於

工人階級、底層民眾的長遠利益。

因此，贊比亞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

度上與工人民眾形成政治合力來對

抗資本，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六　反思民族志：田野 
　　研究的挑戰與張力

本書是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宏

觀政治經濟問題的典範。當許多研

究人員利用貿易、投資、人口等總

體數據來探討全球宏觀政治經濟問

題的時候，李靜君選擇深入田野，

在具體的行動者的互動和角力中解

讀資本的邏輯。只有將資本、勞動

和國家視作一連串的動態過程和權

力關係，才能更深入地發掘其中各

種角色的利益動機、行為邏輯及相

互作用，而這些深層機制是很難從

表面的量化數據中發現的。要發掘

這些深層機制，就需要研究者完全

深入田野，和行動者建立深層連

結，進行長期而細緻的觀察（頁21-

22）。因此，本書從想法形成到出

版共經歷了十餘年時間，可謂「十

年磨一劍」。

那麼，對一時一地的微觀互動

的觀察分析，如何能揭示整體的宏

觀規律？李靜君在田野研究中承襲

了其導師布洛維（Michael Burawoy） 

提出的「拓展案例法」（extended case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資本與國家的目標	

在根本上一致，並對

立於工人階級、底層

民眾的長遠利益。因

此，贊比亞政府究竟

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工

人民眾形成政治合力

來對抗資本，非常值

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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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method）9。其核心思想是，任何

微觀互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宏觀力

量所塑造，因此當我們考察微觀互

動時，必須將其置於更大的歷史情

境中，分析塑造微觀互動的宏觀力

量。這種研究方法一方面要求研究

者展開多場景、多角度、多層次的

田野研究，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深

深扎根在理論當中。理論是「拓展

案例法」的基石，研究者需要帶着

理論進入田野，通過理論來解讀田

野觀察的宏觀意義，並逐漸發現理

論的局限，用田野觀察來重構宏觀

理論。當今美國的主流民族志研究

受實證主義影響極深，因此對「理

論先行」接受度不高bk。比如，近

年一本優秀著作《在欲望中博弈：

亞洲優越感、西方衰落和全球性工

作的隱藏通貨》（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e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bl，就因為運用「拓展案

例法」揭示全球宏觀政治經濟的變

遷，被某些研究者認為是「過度理

論化」bm。但李靜君的新書告訴我

們，在扎實的田野材料與理論上，

「拓展案例法」能有力地將宏觀與微

觀相連接，揭示其他研究方法無法

揭示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面向。

在田野中，李靜君既需要「向

下研究」（study down），也需要「向

上研究」（study up）——研究那些

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在

研究者之上的行動者（頁25-28）。

「向上研究」的困難在於，研究者很

難接觸到那些遠比自己強勢的研究

對象，這往往只能靠研究者和個別

精英之間的私人聯繫來解決。李靜

君的幸運之處在於，她在2010年

結識了「愛國陣線」的一名政治精

英，而這名政治精英後來又成了副

總統。正是藉由副總統的引薦，李

靜君才得以接觸政府高層、進入大

企業內部實地調研（頁175-76）。

「向上研究」的悖論在於：研究 

者必須和精英建立親近的關係來 

進行研究，但這一過程有可能使研

究者在潛移默化中失去對權力的 

批判性。在田野研究中，李靜君一

直為贊比亞副總統擔任顧問，隨同

參加內閣會議，甚至隨行訪問中國

（頁182）。由此，其自身的立場與

判斷難免受到影響，這很可能是其

對贊比亞政府浪漫預設的根源。在

「向上研究」中，如何既能接觸到權

力精英，又保持批判性距離，值得

研究者不斷思考。

在本書附錄中，李靜君清晰透

澈地呈現了她的民族志研究過程，

並加入了自身的反思。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她對「知情同意」原則的反 

思（頁181-82）。「知情同意」原則意 

味着：研究對象必須對研究完全知

情並同意接受研究。但李靜君指出， 

這其實預設了所有研究對象和研究

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都是同等的，研

究對象需要同等的「保護」。而在實

踐中，研究對象和研究者之間的權

力關係往往不同，對於那些遠比研

究者強勢的權力精英來說，他們又

需要甚麼樣的「保護」呢？這種預

設其實恰恰掩蓋了權力關係的不平

等，甚至可能強化這種不平等。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勞工政治將

近二十年的學者，李靜君敢於進入

一個完全陌生的研究環境並扎根其

中，其勇氣令人敬佩。李靜君在追

求知識時的執著，以及對於全球資

本主義發展動態中的真正問題的敏

銳洞察，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最後，請允許我們套用書中的一句

話，它或許可以作為一種激勵： 

李靜君深入田野，在

具體的行動者的互動

和角力中解讀資本的

邏輯。只有將資本、

勞動和國家視作一連

串的動態過程和權力

關係，才能更深入地

發掘其中各種角色的

利益動機、行為邏輯

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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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獨特之處	
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提升工人力

量的實踐，都「像生活中的其他事

物一樣，沒有保證，但必須嘗試」

（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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